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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北齐佛像里的印度元素解析
文ˉ朱天舒

[内容摘要］青州北齐佛像风格以其强烈的印度色彩而闻名。学界普遍以萨尔那特（Sarnath）的笈多（Gupta）风格（4—6世纪）为其原型，近来越来越多的

学者认识到，青州北齐佛像更接近南印度的阿玛拉瓦蒂（Amarāvatī）风格，尤其是阿玛拉瓦蒂风格在东南亚的衍生式样。不过，以往关于青州样式里的印

度风格的讨论大多过于简化，笈多或阿玛拉瓦蒂风格都被当作一个整体，在青州某个佛像上识别出一两个印度样式的特征，整个佛像就被称为笈多或阿玛

拉瓦蒂风格，甚至概括成整体的青州风格。笔者建议将“笈多风格”和“阿玛拉瓦蒂风格”的概念分解为具体的元素。青州人并没有完全沿袭某一印度风格，

而是吸收了来自印度等不同地区的各种风格中的不同元素，将其自由组合，形成了几种自己的独特的青州北齐风格。

[ 关 键 词］青州  南朝风格  萨尔那特  笈多  阿玛拉瓦蒂  秣菟罗  阿旃陀  东南亚早期佛像

在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史里，由一系列的

区域性和时代性风格组成的唐以前早期的佛

像风格，都是由印度、中亚和中国本土传统

组成的各种不同比例的混合体。其中，山东

青州北齐风格（550—577）以其最接近印度

式样而著名。学界普遍以萨尔那特的笈多风

格（4—6世纪）为其原型 1，近来越来越多

的学者认识到，它更接近南印度的阿玛拉瓦

蒂风格，特别是其在东南亚的衍生式样 2。

其实，青州佛像里完全符合原始印度佛像基

本特征的并不多，特征明显的几个例子，在

以往的研究中被反复引用，仿佛它们代表了

青州造像的主流。不同于此前的其他几种佛

像风格，青州佛像的袈裟的穿着方式和衣纹

非常复杂多样。此外关于传播路线，学者根

据文献记载和风格对比，或强调北齐与中亚

的联系，或强调青州与南梁（502—557）和

南陈（557—589）的密切关系，或强调北齐

与东南亚/印度的直接联系 3。到底我们应

该如何诠释这复杂的青州式样？此外，这些

不同来源的风格元素能在青州落地生根，大

放异彩，反映了 5—6世纪青州错综复杂的

历史。

一、青州的佛像新风格

古代的青州地区位于山东半岛，既临海，

又与南朝接壤。这一地理位置使其在南北朝

时期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青州屡遭南

朝和北朝的争夺，在 410—469 年间一度归

属南朝 4。这些因素都造就了青州佛教艺术

的独特风格。577 年，北齐被北周（557—

581）推翻，许多佛像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运

动（574—578）中被毁。在青州地区，以青州、

诸城为中心的多个城市佛寺遗址的窖藏中，

出土了一千多件残破的佛教石雕 5。根据铭

文，这些石雕的年代大多在520—577年间，

即北魏（386—534）、东魏（534—550）和

北齐时期。

从这些窖藏可以看出，佛像风格在6世

纪中期骤变，变化集中体现在佛像袈裟和身

体的特征上。佛像上（表1，4、8、9、14号）

的袈裟厚重，掩盖了身形。上衣（sanghātī）

从两肩垂下，右边的衣摆搭在左臂上。上衣

遮住腹部和腿部，但露出胸前的僧祇支和中

衣（antaranvāsaka）。中衣上的系带外垂

非常显眼。衣服的整体外观类似汉服。佛身

方面，肉髻高大，头、颈较长，窄肩，身体

修长，小腹微突，呈现出一种不失大气和优

雅的松弛感。此即西方学者称之为“修长式”

（elongated style）6和中国学者所说的褒

衣博带式。这种中土风格曾是南朝、北魏晚

期和东魏佛像的普遍风格。青州独有的该地

区的北齐佛像是青州独有的佛像样式。

北齐时期，独立单体大型圆雕立佛像成

为佛像的主要形式。其中部分佛像头部有圆

形背光。而褒衣博带式是舟形背光，宛如背

屏，佛像实际上是背屏上的高浮雕。

北齐佛像的袈裟突然变薄，显露身形。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强调北齐佛像上出现

了通肩式和袒右式这两种印度正宗的袈裟披

戴法式。然而，青州袒右式佛像并不多，严

格意义上的通肩式佛像也不多。大部分佛像

看似为通肩式，但领口很大，露出胸部和部

分中衣（表 1）7。这是佛教艺术中一种独

特的变体，它结合了之前中国的褒衣博带式

和印度的通肩式。由此可见，就僧袍的披戴

方式而言，青州佛像的大部分僧袍已经是新

的印度风格和旧的中国风格的混合体。

如表 1所示，无论袈裟的三种不同穿

法如何，大多数佛像的头和身体都有共同

的特征。有螺髻，肉髻低平，脸型方短，两

腮略显丰满；通常双目下垂，嘴角带着柔和

的微笑；肩膀宽阔，身体整体变得丰满，

撑起衣袍，窄腰和臀部的弧形正是印度特

色。双臂紧贴身体，两腿间距很窄，整个雕

塑呈圆柱形。因此，西方学界称之为圆柱式

（columnar）风格 8。柱式身形也出现在当

时的北周佛像中，沿用至隋（581—618）。

与相对一致的身体形态相比，衣纹则呈

现出极大的多样性。有些衣纹的形制源自经

过斯里兰卡、东南亚、中亚或中国过滤的印

度的各种样式。不过，改头换面后，它们与

原初的印度原型已大相径庭。

二、相关印度风格

青州北齐佛像呼应北印度的笈多风格

和南印度的阿玛拉瓦蒂风格。这些印度风格

也传到了东南亚。可惜东南亚早期的佛像没

有确切的年代，学者的断代上至5—6世纪，

下到 8世纪 9。不过，它们的存在至少证明

印度风格从南印度经东南亚由海路传播到中

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可能性。

笈多王朝约在 4-6世纪期间控制了北

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以秣菟罗和萨尔那特为

代表，笈多风格标志着印度雕塑的成熟，以

其完美化的写实主义风格而备受赞誉。笈

多风格的典型特征包括面部宁静、神若入

定、视线低垂、比例和谐、塑形圆润，还

有印度本土雕像的一贯做法——衣服薄并

显现身形 ⑩。广义上，笈多风格包括德干

（Deccan）高原中部瓦卡塔卡（Vakataka）

王朝（250—500）的风格，著名的阿旃陀石

窟就是瓦卡塔卡王朝风格的代表 ⑪。在对青

州造像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德干高原

中部风格的存在。

阿玛拉瓦蒂一词一方面指的是著名的

阿玛拉瓦蒂大塔遗址（公元前 2世纪—3世

纪）。另一方面，学者将其用来泛指印度东

南部沿海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

克里希纳河（Krishna）沿岸文耆（Vengī）

地区的雕刻风格，这一地区的雕塑都用同样

的石材，可上溯到公元前。除阿玛拉瓦蒂

外，文耆地区的主要遗址还包括纳加尔朱纳

康达（Nāgarjunakodna）、戈利（Goli）、

杰盖耶贝达（Jaggayyapeta）和古玛迪杜鲁

（Gummadidurru）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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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地区的佛像袈裟的穿着方式、衣纹和体

态都体现出印度风格（表 2和表 3）。秣菟罗和萨尔

那特的笈多风格多为通肩式，阿旃陀则为袒右式。秣

菟罗地区笈多时期的佛像衣纹密集，隆起的圆条形立

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佛胸前衣纹的弧线为对

称或不对称（表2，2号），而下半身的衣纹则全部对称。

萨尔那特（表2，3号）和阿旃陀的佛像则没有刻画衣褶。

佛两腿分开站立，与肩同宽，两条腿的轮廓完全显露

出来，一条腿略微弯曲。秣菟罗和萨尔那特一腿弯曲

的做法虽然沿袭犍陀罗风格，有古希腊罗马艺术的

遗风，但已不太自然。屈腿站立的特征在萨尔那特

的佛像上更为明显，佛像臀部甚至会向一侧摆动。笈

多风格对东南亚早期佛教艺术的影响已得到学者的广

泛认可。在泰国 ⑬、马来西亚 ⑭、柬埔寨 ⑮（表2，6号）

和越南⑯都发现了通肩式或袒右式的笈多风格立佛像。

笈多风格的站姿充满动感，与阿玛拉瓦蒂风格

立佛所表现出的静态形成鲜明对比。在安得拉邦，约

225—250年，太阳王朝（Iksvaku）开始，大型圆雕

石刻立佛出现，并成为一种新的佛像形式 ⑰。阿玛拉

瓦蒂风格的立佛（表3，1号），袈裟袒右，折褶密集，

从佛的右下方一直贯穿斜伸至左肩，前面下摆处刻画

出明显的向上翻折的效果。此外，阿玛拉瓦蒂风格与

笈多风格的区别还在于立佛的站姿。佛双腿并拢，双

臂紧贴身体的体态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没有得到重

视，然而，正如笔者下文提到的，它传到了青州，成

为青州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东南亚发现的一些最早的佛像上的种种特征：

双腿并拢，双臂贴身，袈裟袒右肩，衣褶密集，纵

身斜跨，都与阿玛拉瓦蒂风格极为相似，如越南广

南省东洋（Dong Du’o’ng）（表 3，3号）的铜佛

像 ⑱和泰国那空叻差是玛府（Nakhon Ratchasima）

（表 3，4号）的铜佛像 ⑲。

安得拉邦 3—4世纪的圆雕立佛像时代太早，没

有直接影响到东南亚 6—8世纪和青州 6世纪的造像。

1、2、5、6、7、11、15、18 和 19 号，立佛，青州，北齐，550—

577 年，石刻（图源：Lukas Nichel, Return of the Buddha—The 

Qingzhou Discoveries，cat. nos. 26，17，24，22，20，15，18，

23，and 14）。

3、12、20、23 号，立佛，青州，北齐，550—577 年，石刻。

4、8、14 号，立佛，青州 , 北魏 ,386—534，石刻（图源：Lukas 

Nichel, Return of the Buddha—The Qingzhou Discoveries, cat. nos. 5, 

6, and 8）。

9 号， 立 佛， 青 州， 东 魏，534—550 年， 石 刻（ 图 源：Lukas 

Nichel, Return of the Buddha—The Qingzhou Discoveries, cat.13）。

10 号，难陀的故事，纳加尔朱纳康达三号遗址出土，石刻（图

源：Elizabeth Rosen Stone, The Buddhist Art of Nāgārjunakond
3 3

a, 

fig.177）。

17号，释迦牟尼佛像，338年，鎏金铜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B60B1034。

21号，阿育王像，成都西安路出土，南梁，551年，彩绘贴金（图源：

四川博物院等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版 52-1）。

22 号，立佛像，印度北方邦阿德拉，笈多时期，约 400 年，铜像，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No. 44-13。

表1ˉ青州北齐佛像三种袈裟披戴方式和不同衣纹类型及其同类衣纹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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秣菟罗 萨尔那特 阿旃陀 比哈尔 柬埔寨

通肩式 通肩式 袒右式 通肩式 通肩式

不对称衣纹 对称衣纹 对称衣纹

出了这一点 ㉑，二者和安得拉邦阿玛拉瓦

蒂风格关系尤为密切 ㉒。在安得拉邦，大

型佛教建筑的建造似乎在 3世纪末就停止

了 ㉓，但在斯里兰卡持续蓬勃发展。因此，

南印度或斯里兰卡的后阿玛拉瓦蒂风格被视

为是东南亚阿玛拉瓦蒂式立佛像的源头 ㉔。

由于笈多风格和阿玛拉瓦蒂风格的标

志性特征，学者通常将青州出土的通肩式薄

袈裟的佛像断定为笈多风格造像，而将袒右

式袈裟和有斜长衣褶纹的立佛像断定为阿玛

拉瓦蒂风格造像。不过，在青州，不同风格

的元素经常混在同一造像上。在貌似笈多风

格的佛像上采用了阿玛拉瓦蒂风格的体态和

站姿，而在阿玛拉瓦蒂风格的佛像上则采用

了显露身形的薄袈裟。

三、青州样式里的各种风格元素

青州佛像的风格特征显示出各种不同

的来源。以下是笔者对北齐青州风格中各元

素的来源和传播途径的解读。

螺髻作为佛像的标准发式，最早出现在

南印度，直到贵霜王朝晚期才在犍陀罗和秣

菟罗出现。虽然到了 6世纪，这种发型已经

成为印度各地佛像的标准造型，但它很可能

是从南印度的海路首先传到中国的。在中国，

虽然 5世纪中期北朝造像出现了螺髻 ㉕，但

螺髻先在南方兴起 ㉖，同时期的华北和甘肃

河西走廊的佛教造像基本没有螺髻。后来螺

髻成为青州风格以及北周一些造像的显著特

征。在青州，螺髻从东魏开始出现，甚至在

北齐之前的北魏晚期也出现过 ㉗。

低平的肉髻在佛教艺术的各种风格里

并不多见。从北齐时期开始，青州佛像头上

的肉髻就低矮平缓，逐渐升起，没有骤然立

起的直壁。这种类型的肉髻也出现在阿玛拉

瓦蒂风格和斯里兰卡风格中（表 3），这可

能就是青州肉髻的来源。

北齐青州佛像面部的整体样貌是中国

人的脸型。细长的小眼睛、嘴角含笑、面部

扁平，都来自中国佛像的历史传统，在北齐

以前的佛像上都可以看到这些特征。这些特

征可以追溯到中国最早有纪年的，现藏于旧

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 338年的金铜佛像上

（表 1，16号）。6世纪上半叶流行的褒衣

博带式佛像（表 1，4、8、9号）也有这些

特征。不过，青州佛像的双目下垂和短脸是

新出现的特征。双目下垂是笈多风格的基础

特征，短脸的脸型则接近于阿玛拉瓦蒂风格。

白毫，是佛陀身体的重要标志，三十二

大人相之一，因此成为标准佛像的基本构成。

为了弥合阿玛拉瓦蒂风格与数百年后对东南亚和中国的相应样式之间的时间差，学者提出了“后阿

玛拉瓦蒂”风格的概念，即在3—4世纪之后的南印度和斯里兰卡，阿玛拉瓦蒂风格依然持续了好

几个世纪 ⑳。事实上，斯里兰卡僧伽罗佛教艺术（表 3，2号）和印度佛教艺术之间的联系

非常紧密，早在1908年，著名学者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就指

1. 耶沙丁纳（Yasadinna）比丘造立佛像，秣菟罗迦马普尔山出土，笈多王朝，约 5世纪，秣菟罗博物馆藏，ACCN 

00-A-5。

2. 立佛像，秣菟罗，笈多王朝，约 5世纪，弗利尔美术馆藏。

3. 立佛像，萨尔瓦那特，加尔各答，5世纪，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No. 59.527/3。

4. 立佛像，阿旃陀石窟，5世纪。

5. 立佛像，比哈尔邦苏尔唐甘吉，笈多与帕拉王朝之交，500—700 年，英国伯明翰博物馆与美术馆藏。

6. 立佛像，柬埔寨茶胶省吴哥波雷县瓦特罗姆洛克遗址（Vat Romlok），6 世纪下半叶，砂岩。

1. 立佛像，阿玛拉瓦蒂，2—3世纪，阿玛拉瓦蒂考古博物馆藏，No.16（图源：Akira Shimada and Michael Willis，

eds., Amaravati: The Art of an Early Buddhist Monument in Context, p.71, fig. 96）。

2. 立佛像，琼纳卡姆（Chunnakam），5-6 世纪，斯里兰卡阿努拉德普勒考古博物馆藏（图源：Akira Shimada and 

Michael Willis，eds., Amaravati: The Art of an Early Buddhist Monument in Context, p.71, fig. 97）。

3. 立佛像，广南省东洋（Dong Du’o’ng），6世纪，铜像，越南历史博物馆藏，BTLS.4419。

4. 立佛像，泰国，那空叻差是玛府，6-7 世纪，铜像（图源：John Guy, Lost Kingdoms: Hindu-Buddhist Sculpture 

of Early Southeast Asia, p.35, CAT. 5）。

表3ˉ南亚和东南亚的阿玛拉瓦蒂风格

阿玛拉瓦蒂 斯里兰卡 越南 泰国

表2ˉ不同地区的笈多风格

1 2 3 4 5 6

1 2 3 4



ˉArt Pan    rama大观专栏 ˉ007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东魏和北齐时期的青

州佛像都没有白毫，而华北其他地区的佛像

通常都有白毫。这是南朝佛像的特征，见于

成都出土的南朝造像。不刻画白毫的做法可

以追溯到印度的笈多风格和东南亚的一些早

期佛像（表 2）。阿玛拉瓦蒂立佛有白毫，

大而扁平。

身体圆浑的立体塑像将衣衫撑出饱满

的身体轮廓，是印度雕塑风格的典型特征，

北印度和南印度都有。不过，青州佛像两腿

靠近、两臂紧贴身体使得整个身体呈柱状的

造型显然只与阿玛拉瓦蒂风格相似。不仅如

此，阿玛拉瓦蒂风格的单体立佛石像，虽然

是圆雕，背面也刻出完整的身形和衣纹，但

背面平直，宛如是通过在高浮雕后面补刻几

笔而做出的圆雕。图1是纳加尔朱纳康达佛

寺遗址出土的大立佛像的正面和背面。这种

圆雕技术不够成熟而做成的背面，和青州立

像的背面一致。另外，青州北齐的立佛常常

有小腹松弛、向前微微凸起的现象。前文提

到，这一特征在褒衣博带式佛像上也能见到，

青州东魏的立佛像上就有此特征，但北方在

褒衣博带式佛像出现以前的5世纪的风格不

见此特征，而同时期南朝佛像上这一特征也

比较明显。图 2和图 3分别为四川成都出土

的褒衣博带式佛像和通肩式单体圆雕立佛

像，腰腹多向前挺出一个小小的弧度，别有

一番意趣。青州佛像的做法与此一脉相承。

印度犍陀罗、秣菟罗和早期阿玛拉瓦蒂风格

都身形挺拔。笈多时期的萨尔那特和阿旃陀

风格的佛像，有时会展现出放松的状态，但

是也不至于小腹如中国佛像这般向前挺起。

阿玛拉瓦蒂风格里较晚的纳加尔朱纳康达的

立佛像（图 1），略带一点小腹，也许是南

朝佛像小腹的弧度最初的来源。不过，青州

北齐佛像的小腹还是与南朝佛像更接近。综

合起来，身形体态方面，青州佛像的柱状身

形和两腿靠拢的基本体态应该来自印度南部

的阿玛拉瓦蒂风格，而小腹放松微凸的做法，

可能是阿玛拉瓦蒂晚期风格的小肚子在南朝

发扬光大，形成特殊的曲线，再传到北方，

包括青州。

只有少数青州北齐立佛双腿分开，两腿

之间有一定距离，一腿弯曲，袈裟下摆凸显

两条腿的形状。表4中1号就是典型的例子，

它常被学者用来和萨尔那特的笈多风格作对

比，以说明青州佛像风格来自笈多。但这尊

佛像的袈裟是袒右式，而萨尔那特佛像是通

肩式。即便是在这个特例上，印度的不同风

格里的基本要素也已被拆解了。表4中 2号

的佛像袈裟是袒右式的，一侧臀部微微上提，

一腿曲膝，与阿旃陀的佛像有些相似。阿旃

陀石窟的佛教艺术（5世纪）与安得拉邦有

着密切的联系 ㉘，同时具备北方笈多风格和

南方阿玛拉瓦蒂风格的特点。阿旃陀的立佛

像袈裟袒右，两腿相对靠近，与阿玛拉瓦蒂

风格相似；但是又像笈多风格那样单腿弯

曲，臀部向一侧摆动（表 2，4号）。表 4

中 3号青州佛像的通肩袈裟和腿形从衣摆下

显露出来，与萨尔那特的笈多风格相类，但

僵硬的站立姿势却属于阿玛拉瓦蒂风格。总

之，多数情况下，青州佛像上的笈多风格的

元素已经与其他风格的特征混合在了一起。

袈裟方面，青州北齐佛像僧衣质感薄，

勾勒出身体的轮廓，这方面在印度北方雕塑

传统里一贯比较突出，是印度雕塑的独特审

美和核心特征。有些青州佛像会进一步在僧

袍之下，隐隐透出两腿的形状，这也是笈多

风格的特点（表 2），而南方阿玛拉瓦蒂风

格（表 3）里没有该特点。但是青州佛像大

多显示三分之一的腿的深度，比笈多佛像裹

出的腿形要浅得多。青州佛像背部的袈裟也

紧贴着身体，有些甚至裹出臀部和两腿，还

有两臂的轮廓。这些本应是遮挡在悬垂的袈

裟后面，完全看不到的部位。如图4所示的

表 1中 2号立佛的背面，像青州佛像这样的

背部是印度笈多风格所没有的。

关于袈裟的披戴方式，北齐时期突然出

现的青州样式的通肩式和袒右式袈裟，无疑

是受到印度的影响。青州风格中最具代表性

的大领口通肩式的袈裟披戴方式，在以往的

研究中没有深入探讨。它在成都出土的一批

南梁的单体立佛石像上已经出现（表5，2、

3号），如万佛寺出土的立佛像 ㉙，其中一

件刻于 529 年（表 5，2号）㉚的佛像，时

间早于北齐。总之，作为一种中国的变形，

大领口通肩式袈裟最早很可能出现于南朝，

然后影响到青州。

在印度佛像的几种风格里，各有各自相

配的袈裟披戴模式和衣纹类型。与印度风格

不同，青州佛像衣纹的做法与袈裟的披戴方

式没有绝对的固定搭配关系。如表 1所示，

同一种类衣纹可以出现在不同披戴方式上的

袈裟。而中式大领口通肩式佛像上衣纹种类

最多。在青州，衣纹风格与各种风格元素基

本上是混合搭配。

只有少数青州佛像没有衣纹（表1，1、2、

3号），这是笈多风格里萨尔那特和阿旃陀

佛像的特征。除了萨尔那特的通肩式和阿旃

陀的袒右式，青州大领口通肩式也有没有衣

纹的，甚至青州东魏褒衣博带式佛像也有这

个类型的衣纹（表1，4号）㉛。

青州风格在衣纹的立体塑形和衣纹走

向的处理上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对衣纹立

体感的描绘包括从阴刻线到不同程度的浅浮

雕之间的各种形式。

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衣纹是最简单的方

法，一般常用在小型作品上，大型石雕上并

图 1ˉ立佛正面和背面ˉ石刻（复制品）ˉ3世纪ˉ纳加尔朱

纳康达

图 2ˉ背屏式佛造像 ˉ石刻 ˉ南朝

ˉ成都出土ˉ四川博物院藏

图 3ˉ立佛ˉ石刻ˉ南朝ˉ成都出土ˉ四川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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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见。青州北齐

佛像阴刻衣纹有单

线和双线两种，值

得注意的是，在青

州，阴刻单线、双

线衣纹也出现在北

齐之前东魏的褒衣

博带式的佛像上（表

1，8、9 号）。 青

州通肩式佛像上的

弧形阴刻单线衣纹

（表 1，6号），很

像比哈尔邦的苏丹

甘吉（Sultanganj）

佛像（500—700）（表

2，5 号）㉜。此像

代表了东印度的“后笈多”风格。双线阴刻衣纹（表1，

5、7号）非常独特。宿白先生曾以阴刻双线衣纹为

青州风格出现的重要标志 ㉝。除青州外，阴刻双线

纹还出现在北齐的其他地方，比如邺城。邺城东魏（图

5），甚至一尊北魏佛像（图 6）上也有阴刻双线衣

纹。看来独特的双线衣纹是东魏的传统，并影响了

北齐单体佛像的风格 ㉞。在印度，这种衣纹见于阿

玛拉瓦蒂风格和斯里兰卡的小型佛像，如纳加尔

朱纳康达难陀的浮雕故事里的佛陀（图 7，表 1，

10 号）㉟。个别犍陀罗晚期的小佛像上也有此衣纹

样式。综合起来，阴线衣纹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多重

的，它们既是一种简化的表现形式，可以自发产生；

同时后笈多和后阿玛拉瓦蒂风格的传入又可以促进

它们在青州发扬光大。

6世纪早期，褒衣博带式佛像在中国南方和北

方都占据主导地位。在褒衣博带式佛像上，衣纹通

常被雕成长坡状（表 1，14号），当衣纹之间的间

距非常近时，就会看起来像阶梯。北齐时期的青州，

斜坡式和阶梯式衣纹都很常见（表 1，11、12、13

号），而且往往出现在同一件雕像上，例如表 1的

13号佛像，下半身的衣纹刻呈斜坡状，手臂上的衣

纹（表 1，16号）则刻成阶梯状。这是中国的古老

传统，在 338年的金铜佛像（表 1，17号）上也可

以看到。

将衣纹雕刻成各种类型的隆起的圆棱（表 1，

18号），类似于中亚的泥塑上用泥条贴出的衣纹，

如巴米扬的大佛。秣菟罗的笈多风格里的衣纹也有

立棱的（表2，2号）。不过，青州衣纹的立棱的形状，

与巴米扬和秣菟罗的样式不尽相同，秣菟罗式粗细

均匀、细长。衣纹的走势排列，更是与青州式截然

不同。东南亚后阿玛拉瓦蒂风格立佛上的衣纹做法

简单重复，有时会有点像圆棱。青州袈裟袒右式配

圆棱的佛像，可能就是受到某个来自东南亚的佛像

的启发。

三角形尖棱的衣纹，中间高，两端渐低，形如立体的水波（表1，20号），其终极

来源应该是犍陀罗艺术，在笈多时期仍然可以看到有犍陀罗遗风的佛像（表1，22号）㊱。

在中国，这种犍陀罗遗风式的衣纹风格出现在许多所谓的“阿育王像”上。“阿育

王像”是一种史上著名的瑞像，相传为阿育王或阿育王之女委托制作的释迦牟尼佛

像（表 1，21号），一度在南朝颇为盛行，广为复制供奉。从风格上分析，当今学

者普遍认为，这种阿育王像是以中国 4世纪犍陀罗风格的造像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

一种佛像样式。“阿育王像”应该是通过中亚和中国北方传到了中国的南方 ㊲。青

表5ˉ大领口通肩式及衣纹样式的相关图像

1、2 号，立佛，青州，北齐，550—577 年，石刻（图源：Lukas Nichel, Return of the Buddha—The 

Qingzhou Discoveries, cat. 25, 21）。

3号，立佛，青州，北齐，550—577 年，石刻。

1. 阿育王像，成都西安路出土，南梁，551 年，彩绘贴金石刻（图源：四川博物院等编《四川出土南朝

佛教造像》，图版 52-1）。

2. 立佛像，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梁，529 年，石刻（图源：四川博物院等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版 1-1）。

3.立佛像，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梁。石刻（图源：四川博物院等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版 3）。

4.立佛像，甘肃炳灵寺第169窟7号龛，420-431年，泥塑（图源：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中

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1989，图 34）。

图 4ˉ表 1中 2 号立佛背面

南梁 南梁 南梁 炳灵寺石窟

表4ˉ有笈多风格元素的青州佛像

1

1 2 3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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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佛像中的这种衣纹做法很可能是来自南朝

的影响，北方同时期其他地方也不见这种样

式。青州佛像中完全呈三角形尖棱的水波式

衣纹并不多见，青州更多的是表 1中 19号

立佛这种，有三角棱的雏形，但顶部圆润，

粗细过于均匀，排列过于齐整，仿佛是圆棱

和三角棱的结合。

除上述类型外，青州风格的衣纹也有其

他形状，但通常数量不多，如表1的23号，

这是青州的一个罕见例子，似乎是阿玛拉瓦

蒂风格遥远的衍生品。阿玛拉瓦蒂风格的衣

纹塑形的手法最为多样，到斯里兰卡和东南

亚后变得简化（表 3），在青州则变得更加

单一。在青州，一个图像上两个不同形状的

衣纹交替出现的情况也很常见，如刻阴线与

浮雕式衣纹交替出现。此外，在斜坡状、圆

棱、水波状这种形状之间，青州工匠可以自

由创造过渡形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一个

地区一个时期的佛像风格里，往往只有一两

种塑造衣纹的方法；像青州工匠这样借鉴综

合了各种技法后的自由发挥和表现出的创造

力，非常特殊。

青州风格衣纹的走势所构成的图案主

要展现出三种类型：1.中心轴对称的大弧

线（表 1，6号）；2.从佛像右下方一直斜

跨到左肩的不对称衣纹（表1，12、18号）；

3.沿着两条腿的两排短弧线衣纹（表1，7、

l9、20号）。

第一种类型见于秣菟罗的笈多时期佛

像和比哈尔邦的后笈多风格佛像（表 2），

也出现在北齐之前的南朝（表 5，1号）。

第二种类型是典型的阿玛拉瓦蒂风格，6世

纪早期的南朝佛像上也出现过，如万佛寺

529 年的佛像（表 5，2号）。青州造像的

衣纹排列失去了阿玛拉瓦蒂风格的密度。此

外，在阿玛拉瓦蒂风格中，衣纹的最低点在

佛右腿外侧。少数青州造像也采用这种方

式（表 1，12、18号），但大多数情况下，

衣纹的最低点位于佛右腿部的前面（表 1，

11、13 号）。第三种类型沿着两腿做两排

小弧线出现在中亚和甘肃河西走廊（表 5，

4号），成为以云冈为代表的北魏 5世纪立

佛像的风格的一部分 ㊳，不过这里的弧线衣

纹只到大腿中部较为合理。青州佛像上的弧

线排列要高得多，可以一直排列到腿部以上，

到上半身。有趣的是，第三种类型也出现在

南朝（表 5，3号），但并不常见。与阿育

王像的传播路线类似，南朝与青州地区接壤，

又与北齐同时期，对这种衣纹样式传到青州

也许发挥了更直接的作用。

就像袈裟的披戴方式和站立姿势一样，

印度和中亚不同地区的风格都会有特定类型

的衣纹塑形和排列图案。中国人将不同来源

的衣纹塑形和排列样式混合搭配。然后，他

们在大领口通肩式袈裟上自由使用各种类型

的衣纹，但在袒右式的袈裟上使用的衣纹种

类较少。通肩式袈裟上通常没有衣纹，就像

萨尔那特的笈多风格一样。不过，这些中国

石雕原来都有大量的彩绘，青州工匠通过袈

裟上的彩绘还发展出了“法界人中像”的新

图式 ㊴。因此，这些青州的通肩式佛像在很

大程度上脱离了笈多风格的意趣和审美。

尽管青州立佛上印度风格的元素存在

感很强，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往往不理

解印度风格的内在逻辑。阿玛拉瓦蒂风格中

的衣纹样式来自该地区的袈裟披戴方式——

把袈裟从身后缠绕到身体前方以后剩下的那

一端，先纵向折叠好，然后全部搭垂到身后，

正如佛像背面所清晰刻画出来的（表 6，1

号），垂在佛背后的那一端，下端平直，有

两个角，一直悬垂至脚踝处，折叠出的褶皱

平行且密集 ㊵。在青州风格中，无论衣纹样

式如何，袈裟只有一个小角垂在肩背处，呈

三角形（表 6，2号），这是来自犍陀罗地

区另一种不同的袈裟披戴方式，表现在佛教

艺术里，被中国人继承下来，牢固地用到几

乎所有佛像上。

结语

青州风格的标志性特征，肉髻低平、螺

髻、短脸、两腿靠拢的柱状身形以及斜贯全

身的衣纹排列，都是通过东南亚传过来的

南印度—斯里兰卡一带的“后阿玛拉瓦蒂”

风格。被吸纳到青州风格中的印度北部笈

多和中亚风格特征，以及中国传统做法相

对较少。明显与犍陀罗和中国西北地区有

关的，如水波形衣纹和沿腿部两排短弧线

的衣纹排列，很有可能是从南朝传入，并

影响了青州。北齐与佛教北传的丝路相对阻

断，而青州靠海，又与南朝关系密切，青州

风格中这种复杂的印度元素的组合与文献记

载中当时中国（北齐和南朝）通过海路与南

亚和东南亚的频繁接触相吻合 ㊶，尤其是与

斯里兰卡的接触 ㊷。这方面的史料前人都有

详细梳理，这里不再重复。

蒋人和（Katherine Ksiang）曾在她的

博士论文中提出，北齐风格中的印度化倾向

图 6ˉ佛 ˉ东魏 ˉ邺城（图

片由八木春生提供）

图 7ˉ坐佛 ˉ北魏 ˉ邺城（图片由八木春生

提供）

图 8ˉ难陀的故事ˉ石刻ˉ纳加尔朱纳康达三号遗址（图源：Elizabeth Rosen Stone,The 

Buddhist Art of Nāgārjunaikond
3 3

a, fig.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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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外来影响的突然注入，而是根据当时已知的各种风格佛像的表现模式对佛

教的重新思考”㊸。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北齐风格的突变显而易见，但青州

北齐佛像的印度风格中的某些元素在北齐之前就已经到达青州。青州风格中的许多

主要特征在南朝也已经出现。亚历山大·索普（Alexander Soper）早在 1960年就

发现，中国的南方是中国北方佛教艺术发展和东南亚文化传递的通道 ㊹。南朝佛教

艺术的特点一方面是发展出中国风格的褒衣博带式样的佛像，另一方面是对正统印

度佛像的热忱，有印度风格的单体圆雕立佛石像也是南朝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州所采用的往往是南朝的风格，如大领口通肩袈裟、没有白毫、松弛凸起的小腹、

水波形衣纹等。这反映了青州的独特历史以及青州与南朝的密切联系。在北齐佛像

风格突变里，在新的南亚和东南亚佛像不断到来的同时，南朝的作用不容小觑。

本文旨在探索青州佛像里的各种风格元素，尤其是印度元素。对这些元素的识

别和还原，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北齐的青州佛像艺术。青州佛像的脸是中国人

的脸；主体头形、身形来自“后阿玛拉瓦蒂”风格；袈裟的薄透感是消化后的印度

风格；大部分立佛以大领口通肩式披戴袈裟，是南朝改造后的印度模式——这就是

主体。在这个主体之上的衣纹丰富多彩，在来自不同传统的几种基本衣纹塑形技法

和衣纹排列方式中，自由组合搭配，并创造出各种过渡形式。其形式之多，为佛教

艺术史所罕见，是青州佛像最精彩的部分。这些衣纹体现了中国的审美，总体上比

印度原型疏朗，有韵律，不再呆板密集。即使没有衣纹，也有通体细致的彩绘图案，

华丽辉煌，完全不复印度原来的审美。

与此同时，一小部分青州佛像，袈裟薄，或袒右、或通肩、或隐约显现腿形、

或一腿微曲，带有明显的印度南北两地以及不同地区的笈多、后笈多和阿玛拉瓦蒂

风格特征。所以前人研究常将青州北齐佛像分为两类或三类。说明当时很可能由海

路经东南亚，也到达了青州。它们也被接纳，被有意无意地改造，成为青州佛教艺

术中最独特的一部分。北齐都城邺城北吴庄窖藏出土了三四尊肉髻低平、袈裟薄透、

显现身形的单体立佛，与邺城整体佛像风格不符，可算是青州样式的影响。

青州佛像就宛如佛教传入中国的缩影，受到持续不断的外来元素的影响，有的

来自印度，有的来自中途的中亚和东南亚；它们在中土被吸收，被中土化，又变成

了新的风格元素；在这样众多的新旧元素的合力作用下，诞生了北齐青州佛教艺术。

虽然昙花一现，但鲜有的复杂、多彩，无比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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